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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

诉讼经历与城市居民的司法信任

———以上海为例的调查分析

周立民

　　内容提要：执行难和涉诉上访等司法难题的产生与当事人的司法信任状况密切相关。
本文基于倾向值匹配法的数据分析表明，诉讼经历显著弱化了城市居民的司法信任。通

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与法院的平等对待表现正相关，而与审判独

立及审判效率无显著相关性；同时，传统文化中的关系文化弱化了诉讼经历者的程序正义

认同及司法信任，但“无讼”文化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此外，诉讼经历者与其他市民的

司法信任生成机制存在明显差异。上述结论拓展了现有的司法信任理论，也对以审判为

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提供若干启示：诉讼制度改革需要提升当事人的平等对待体验；利用

媒体做足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宣传工作能够使公众的司法信任度得以有效增强；提升司

法信任尚需立法在整体上谋求“程序正义”。

关键词：司法信任　诉讼经历　程序正义　社会文化

周立民，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北京昌平法官马彩云被枪杀案”、“湖南永州法院枪杀案”及“山东曹县执行

法官被围殴案”等法官被辱骂殴打甚至杀害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此类案件可有多

种解读，但这些事件的发生至少折射出部分有过诉讼经历者偏低的司法信任。较低的司

法信任度不仅弱化了当事人遵从裁判的意愿而引发执行难和涉诉上访等问题，还可能通

过媒体传导而对司法权威带来“感染性”的腐蚀效果。因此，解释我国诉讼经历者的司法

信任生成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经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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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学者尚未对诉讼经历与司法信任的关系开展系统的经验研究，但国外

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美国扬克洛维奇调查公司在其报告《法院的公共形象》（ＰｕｂｌｉｃＩｍ
ａｇｅｏｆＣｏｕｒｔｓ）中首次利用调查数据呈现了法庭经历（ｃｏｕｒ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对司法信任的弱
化效果。〔１〕 该结论在随后一系列研究中不断得到新的经验支撑。尤其是有学者于２０１３
年对拉丁美洲多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有过法庭经历的人，较其他居民司法信任度更

低。〔２〕 不过，也有少数证据表明法庭接触能够增加司法系统的公众支持。〔３〕 一些更细

化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法庭经历对司法信任的差异化影响，发现诉讼经历

（原告或被告经历）对司法信任有消极影响，而有过证人与审判人员经历的，效果则相

反。〔４〕 对此，有学者主张用程序正义论（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来解释诉讼经历者的司
法信任成因，即认为相对案件审理结果而言，平等对待（ｅｑｕ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及充分表达意见
等程序正义因素更能决定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５〕

上述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仍有可拓展之处：（１）上述研究主要以西方
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而中国居民的诉讼经历如何影响其司法信任仍需检验；（２）在探讨
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时侧重使用以程序正义为主的内生变量，对司法系统之外的社会因

素重视不够；（３）统计方法上主要采用了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个别研究还运用了结构方
程模型，但总体上忽略了变量的内生性或选择性误差问题。为弥补上述不足并提供完善

我国庭审制度的经验依据，本研究基于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法对以下

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城市居民的诉讼经历是否影响了他们的司法信任？如果是，则进

一步考察哪些因素制约了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这些制约因素在诉讼经历者与非诉讼

经历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诉讼经历与司法信任：国外经验与中国语境

１．国外相关研究与发现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民众将日常纠纷诉诸法庭，国
外学者开始关注市民接触（ｃｉｔｉｚｅｎｃｏｎｔａｃｔ）对法律系统支持（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ｐｐｏｒｔ）的影
响。〔６〕 例如，美国沃尔克教授（Ｗａｌｋｅｒ）指出，原告、被告及求助警察等经历与居民对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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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Ｙａｎｋｅｌｏｖｉｃｈ，Ｓｋｅｌｌｙ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Ｉｎｃ．，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ｍａｇｅｏｆＣｏｕｒｔｓ：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
Ｊｕｄｇｅｓ，Ｌａｗｙｅｒ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ｅａｄｅｒ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ｂｕｒｇ，Ｖ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ｒｔｓ，１９７８，ｐｐ．１７－２０．
ＲｙａｎＳａｌｚｍａｎａｎｄＡｄａｍＲａｍｓｅｙ，Ｊｕｄｇｉｎｇ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ｒｔｓ，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５５．１（２０１３）：ｐｐ．７３－９５．
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ＫｒｉｔｚｅｒａｎｄＪｏｈｎＶｏｅｌｋｅｒ，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Ｂｒｅｅｄ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Ｈｏｗ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ＶｉｅｗＴｈｅｉｒＣｏｕｒｔｓ，Ｊｕｄｉｃａ
ｔｕｒｅ，８２．２（１９９８）：ｐｐ．５８－６４．
ＳａｒａＢｅｎｅｓｈａｎｄＳｕｓａｎＨｏｗｅｌ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ｓｅｒｓａｎｄＮｏｎｕｓｅｒ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１９．３（２００１）：ｐｐ．１９９－２１４．
参见［美］汤姆·Ｒ．泰勒著：《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黄永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６９页。
ＤａｒｌｅｎｅＷａｌｋｅｒ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１．２（１９７２）：ｐｐ．４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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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或警局的支持度紧密相关。〔７〕 不过，早期研究以理论阐释或描述统计为主，较少直接

检验法庭经历与司法信任的关系。扬克洛维奇１９７８年在其调查报告《法院的公共形象》
中第一次基于数据分析指出，亲自接触过庭审的个体更倾向于表现出对法庭的不满与批

评。有学者对美国堪萨斯州居民的调查研究也表明，各种案件中的原告或被告相比于那

些无庭审接触经历者对法院更倾向于持消极态度。〔８〕 而在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塞尔

兹曼（Ｓａｌｚｍａｎ）和拉姆齐（Ｒａｍｓｅｙ）对拉丁美洲多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即那些回答自己接触过法庭的受访者具有更低的司法信任。〔９〕 但也有少数证据表明了

相反的结论，如一项针对美国威斯康辛市民的调查研究发现，具有近期法庭经历者拥有更

高的法院信任。〔１０〕

上述研究或者将法庭经历等同于诉讼经历，或者把多种法庭经历合并编码为“法庭

经历者”，以此比较其与一般居民的司法信任差异。实际上，诉讼经历是指以原告或被告

身份卷入诉讼的生活经历，它仅为法庭经历的基本类型之一。因而，一些更细化的研究进

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法庭经历对司法信任的差异化影响。有学者利用“路易斯安那州

法院的居民评价”调查数据比较了“法庭使用者（ｕｓｅｒｓ）”与“非法庭使用者（ｎｏｎｕｓｅｒｓ）”的
司法信心来源。这一研究认为，不仅法庭经历者与非法庭经历者的司法信任存在差异，而且

不同法庭经历类型对司法信任的影响也不同。“差异”源于两个相关原则：利益相关度或受

损度（ｓｔａｋｅｉｎ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与对结果的控制度（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因此，那些利益可
能受损却对结果控制程度低的经历者具有更低的司法信任，比如，原告、被告、受害人等；

相反，利益相关度低却对结果控制度高的陪审员或审判员等则具有更高的司法信任。〔１１〕

温泽尔（ＪａｍｅｓＰ．Ｗｅｎｚｅｌ）等人也发现，一般市民的诉讼经历对司法信任具有不利影响，而
证人和审判员经历则具有正向作用。〔１２〕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我国当事人司法信任偏低

的生活经验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主要考察诉讼经历的司法信任后果及其成因。

２．中国语境下的诉讼经历与司法信任

国外大部分研究表明诉讼经历可能对个体的司法信任具有弱化效果。目前国内没有

关于此议题的现成理论可供借鉴，但多项证据显示“诉讼经历负效应”的假设也契合中国

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９月，全国法院共受理
执行案件１８８４万件，执结１６９３．８万件，未执结１９０．２万件，约占１０．１％。〔１３〕 导致案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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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ＤａｒｌｅｎｅＷａｌｋｅｒ，Ｃｉｔｉｚｅ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５８．１（１９７７）：ｐｐ．３－１４．
ＪｏｓｅｐｈＡｉｓｔｒｕｐａｎｄＭｉｌｌｓＢａｎｎｉｓｔｅｒ，Ｈｏｗ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Ｃｏｕｒ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Ｋａｎｓａｓ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ｒｔＳｙｓ
ｔｅｍ，ＣｏｕｒｔＲｅｖｉｅｗ，３６．３（１９９９）：ｐｐ．３２－３４．
ＲｙａｎＳａｌｚｍａｎａｎｄＡｄａｍＲａｍｓｅｙ，Ｊｕｄｇｉｎｇ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ｒｔｓ，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５５．１（２０１３）：ｐ．７３．
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ＫｒｉｔｚｅｒａｎｄＪｏｈｎＶｏｅｌｋｅｒ，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Ｂｒｅｅｄ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Ｈｏｗ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ＶｉｅｗＴｈｅｉｒＣｏｕｒｔｓ，Ｊｕｄｉｃａ
ｔｕｒｅ，８２．２（１９９８）：ｐｐ．５８－６４．
ＳａｒａＢｅｎｅｓｈａｎｄＳｕｓａｎＨｏｗｅｌ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ｓｅｒｓａｎｄＮｏｎｕｓｅｒ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１９．３（２００１）：ｐｐ．２０４－２０５．
ＪａｍｅｓＰ．Ｗｅｎｚｅｌ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ｒ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１．２（２００３）：ｐｐ．１９１－２１１．
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人大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最
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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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事人的不配合甚至暴力抗拒执行。依据国外

已有理论，“不配合”的心理基础之一可能在于他们偏低的经历满意度及司法信任。〔１４〕 另

有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涉法涉诉信访压力较大。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５年全国法院共受理
一审案件５１４３０８４件，其中就包含已被法院受理的涉诉信访案件４５５２４２件（人）次，约占
８．８５％；〔１５〕而根据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数据，２０１５年全国法院共收案１７６５９８６１件，其
中信访案件７９８９６１件（人）次，约占４．５２％。〔１６〕 十年来涉诉信访问题形势总体向好，但仍
有较大改善空间。涉诉信访是指已被法院立案受理并审理或执行的案件当事人或其他利

益相关人因不满裁判结果而向相关部门采取的信访行为。执行难及涉诉信访问题实际上

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未从内心真正认同司法裁判，而这可能与他们的庭审经历

满意度过低有关。有学者指出：“法院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８０％以上的确存在问题。
在证据采信、审判程序、适用法律、自由裁量等方面的不公正，导致案件审理结果出现偏

差，造成当事人不满，引起上访。”〔１７〕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１：诉讼经历对个体的司法信任有消极影响，即诉讼经历者较非诉讼经
历者具有更低的司法信任。

（二）程序正义与社会文化：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制约因素

针对司法信任或司法公信力问题目前国内已有一批重要学术成果，但专题性实证研

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相对成熟的政治信任研究中，较多文献把司法信任作为政治信任

的组成部分或测量指标之一。因而政治信任研究成果或许能为解释司法信任的生成机制

提供理论借鉴。

通过较详尽的文献梳理发现，一方面，学界关于政治信任的生成机制主要存在两种解

释路径：制度论和文化论。前者强调政治制度在经济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绩效对政

治信任的影响；后者则宣称文化观念在政治信任的生成中扮演着更关键的角色。另一方

面，目前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司法信任取决于司法制度本身的完善程度，尤其是与它能

否保障程序正义密切相关。换言之，学者主要引用制度论来解释司法信任的成因，而对其

中的文化变量重视不够。

１．程序正义论

制度绩效历来被认为是影响人们对该制度之信任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最早来源于

伊斯顿（Ｅａｓｔｏｎ）对政治系统输出与输入关系的理论剖析。“造成（政治）支持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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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参见［美］汤姆·Ｒ．泰勒著：《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黄永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８０页。
参见张丽霞著：《民事涉诉信访制度研究———政治学与法学交叉的视角》，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４５页。
参见《２０１５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网站，ｈｔｔｐ：／／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司法统计”栏目，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０９］。有趣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６年以后就不再把这类数
据单独公布。

姜晓贞：《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理性思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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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但大部分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类：输出失败。”〔１８〕但在伊斯顿看来，“输出”是

指政府决策或政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与政治制度不同，司法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不

仅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输出符合实体正义或分配正义之结果，更重要的是它能否实现程

序正义。尤其是随着当代正义及法治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程序正义对法治的

独立意义。〔１９〕 所以，与早期的纯理论研究重视司法制度绩效对司法信任的影响不同，较

新的实证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了司法信任的程序正义维度，并产生了一批值得借鉴的重要

学术成果。

本文中程序正义专指法院庭审程序的正义性。针对程序正义通常有两种测量方法：

客观指标法和主观指标法。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主观指标法，但是，在表述上仍然只使用

“程序正义（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概念。这种做法有其现实合理性，即主观程序正义相较客
观程序正义往往更能决定个体尤其是当事人的司法信任。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审判程序

即使在客观上符合法律规定，但若未能获得当事人认可，则难以增进其对司法的信任。泰

勒（Ｔｙｌｅｒ）等人探讨了程序正义、法院合法性与裁判遵从意愿之间的中介机制，发现个体
在“法院总是以公平方式做出判决”及“法院判决前给予当事人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等

方面的程序正义评价，强化了他们的法院合法性认知及裁判遵从意愿。〔２０〕 有学者对美国

犹他州居民的调查研究发现，当事人的平等对待体验与他们的州法院信任显著正相

关。〔２１〕 还有研究表明，审判的独立性与审判的及时性有利于增加诉讼经历者的法院

信任。〔２２〕

国内学者也关注程序正义对司法信任的积极意义。陈瑞华把正当程序的内在品质归

纳为程序参与原则、程序中立与对等原则、程序理性原则、程序及时与终结原则等，并认为

公正的程序不仅能够使利害关系人从内心接受裁判，吸纳被定罪判刑当事人的抵抗情绪，

而且可催生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认同感和普遍信任感。〔２３〕 苏新建在浙江、江西和四川

等地的调查结果表明，主观程序正义显著制约着中国居民的司法信任。〔２４〕 依据现有理

论，本研究从平等对待、审判独立和审判效率三个维度来考察程序正义对诉讼经历者司法

信任的影响，并做出如下相应假设：

假设２：程序正义与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正相关。具体分为三个子假设：
假设２ａ：平等对待与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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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美］戴维·伊斯顿著：《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７６页。
参见陈瑞华：《论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法商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２期，第２６页。
ＴｏｍＴｙｌｅｒａｎｄＫｅｎｎｅｔｈＲａｓｉｎｓｋｉ，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ｓｏｆＵ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Ｕ．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ＲｅｐｌｙｔｏＧｉｂｓ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５．３（１９９１）：ｐ．６２５．
ＳｕｓａｎＭ．Ｏｌｓｏｎ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Ａ．Ｈｕｔｈ，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Ｌｏｃ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Ｔｈ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
（１９９８）：ｐｐ．４１－６１．
ＳａｒａＢｅｎｅｓｈａｎｄＳｕｓａｎＨｏｗｅｌ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ｓｅｒｓａｎｄＮｏｎｕｓｅｒ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１９．３（２００１）：ｐ．２０２．
参见陈瑞华著：《程序正义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７页。
参见苏新建：《程序正义对司法信任的影响———基于主观程序正义的实证研究》，《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５
期，第２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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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２ｂ：审判独立与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正相关。
假设２ｃ：审判效率与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正相关。

２．社会文化论

已有文献强调司法信任的程序正义维度，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社会“嵌入性”。相

反，近年来政治信任研究领域却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学者们观察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的美国经济增长稳定、居民收入不断增加、通货膨胀率及失业率也相对较低，但民众对联

邦政府的信任度却跌至历史低点。〔２５〕 可见，政治信任不完全取决于经济绩效。为应对上

述理论挑战，一些学者拓展了制度绩效的测量内容，即进一步关注了政府的公共服务绩效

及民主发展等要素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力。然而，制度主义仍难以解释的问题是：即使是同

一国度中制度绩效相似的城市甚至是一个城市的不同社区中，其居民的制度绩效评价也

大相径庭。由此相关研究者开始转而关注政治信任的文化起因，认为制度绩效信息只有

通过文化价值观的过滤才能形成特定的政治信任。〔２６〕 尤其是对东亚国家或地区背景下

的政治信任而言，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解释力。〔２７〕 文化论也被运用于解释司法信任的生

成机制。李峰用调查数据分析了文化对城市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但其结论认为纠纷解

决的行政倾向与“息讼”等法律观对司法信任并无影响。〔２８〕 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不一致，有

必要进一步考察社会文化对司法信任的制约意义。

关于哪些文化观念会影响司法信任的专题研究仍然较为少见，考虑到学界已有的

理论阐述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主要探究“关系文化”与“息讼文化”两种社会文化

的司法信任后果。首先，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关系人情的高度认可和依赖，因

而可用“关系文化”来概括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及其对行动的影响。〔２９〕 如果说关系文化

仍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它可能对居民的司法信任具有消极影响。因为个体在社会化过

程中养成了一种“关系思维”，这种思维不仅促使当事人倾向于通过“找关系”解决问题，

也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关系归责”倾向，即将官司失败归咎为己方“无关系”和对方“有关

系”。另一种可能抑制当事人司法信任的文化变量是“无讼”文化。“无讼”文化是对“恶

讼”、“息讼”和“畏讼”等一系列传统诉讼观念或行为倾向的总称。“无讼”价值观通过社

会化机制塑造了民众的“贱讼”、“厌讼”及“畏讼”心理取向。〔３０〕 这些取向使得民众对司

法具有一种天然的陌生感和排斥感，从而可能对司法信任带来不利的影响。当然，“无

讼”文化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式微，但它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纠纷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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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参见［美］小约瑟夫·奈等编：《人民为什么不信任政府》，朱芳芳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４３页。
ＡｌｆｏｎｓｏＤａｍｉｃｏｅｔ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Ｍｉｓｔｒｕｓｔ：ＴｈｒｅｅＭｏ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ｖｅｓ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Ｐｏｌｉｔｙ，３２．３（２０００）：ｐｐ．３７７－４００．
参见马德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８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７年第５
期，第８１页。
参见李峰：《司法信任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上海数据的实证探讨》，《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 ６期，
第１４２页。
参见边燕杰、张磊：《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人文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０７－１１３页。
参见范忠信著：《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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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

基于此，本文亦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ａ：关系取向与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负相关。

假设３ｂ：无讼取向与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负相关。

三　数据、测量与统计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实证资料来源于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于２０１１年所采集的“上

海市居民法律认知与行为调查”数据库。该调查依据随机原则对“区／县—乡／镇／街道—

居委会／村委会”进行了三段抽样，并以 Ｋｉｓｈ表入户采集问卷。〔３１〕 调查范围覆盖了上海

市１８个区／县和 １０４个乡／镇／街道，最终采集有效样本量是 ２２４０个，其中男性占比

５０．８９％，女性占比４９．１１％。由于关键变量缺失数据较少，故本文对其进行了简单的均

值填补处理。

值得说明的是，该调查在时效性方面稍有欠缺，但目前国内此类法律专题性调查并不

多见，而该调查详细涉及到居民的诉讼经历、主观程序正义及司法信任等信息，值得重视。

同时，诉讼经历对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可能在短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研究结论仍有

启示意义。

（二）测量

１．司法信任

参照现有研究，我们把司法信任操作化为居民对法院的信任。问卷要求受访者对各

级法院的信任状况做出从“非常不信任”至“非常信任”五个层次的评价。考虑到中级及

以上级别法院的立案门槛较高，居民在诉讼经历中所接触到的法院主要为基层法院，因而

下文的回归模型主要纳入了基层法院信任。从表１可以看出，总体上受访者具有较高的

司法信任；但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均值明显低于非诉讼经历者，约相差０．４５分，差异的

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０１。

２．诉讼经历

问卷要求受访者对自己的诉讼经历状况做出三项选择：“有过一次”、“不止一次”和

“没有过”。“有过一次”及以上编码为１，其他赋值０，以构建一个测量诉讼经历的二分变

量。从调查结果来看，诉讼经历者样本量为８７个，占总样本量的３．８８％。这表明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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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入户调查常遇到某户中有多个成年人的情况，为使他们被选中的概率相等，普遍做法是运用 Ｋｉｓｈ表。首先调查
员依某户的详细信息对成年人进行编码排序（男性在前，女性在后；年长在前，年幼在后），然后调查员对照被随

机分配到的Ｋｉｓｈ表查出某户人口总数所对应的个体序号进行调查。Ｋｉｓｈ表有８种类别（Ａ、Ｂ１、Ｂ２、Ｃ、Ｄ、Ｅ１、
Ｅ２、Ｆ），它们有不同编码并随机分配，从而尽可能保证每位成年人的被选概率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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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打官司”也远未成为居民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３．程序正义

本研究从平等对待、审判独立和审判效率三方面测量程序正义，具体测量题目分别为

“原告和被告不论有钱无钱，有权无权，法官都能一视同仁”、“法院判决受到太多政治和

经济利益的影响”及“法院审判效率太低”。对每个问题的选项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

同意”分别赋值１至５分。但后两个问题得分高意味着相应的主观程序正义低，故对数据
倒序编码。从表１可以看出，上海居民对法院的平等对待评价处于较高水平，其均值在１
至５之间达到３．５３分；但审判效率评价和审判独立评价则相对较低。同时，诉讼经历者
在三个变量上的得分都明显低于非诉讼经历者。

４．关系取向与无讼取向

关系文化影响下居民会形成一种关系取向或关系思维，即倾向于用“关系”去判断或

认知事物。因而对关系文化的测量题目为“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另一方面，采用“打官

司终归是不好的事”与“被人告到法院总是不太光彩的事情”两个题目测量居民的无讼观

念（ａｌｐｈａ＝０．８６６）。从表１可看出，关系取向与无讼取向仍是上海居民重要的文化观念，
其均值在１至５分之间分别达到３．１１分和３．０３分。

此外，本研究还考虑了一系列可能产生混淆效果的控制变量，包含一般信任、法律知

识、法律工作亲友（是否拥有从事法律工作的亲戚或朋友，有 ＝１）、司法机关普法活动关
注度、性别（男＝１）、年龄、教育水平、政治面貌（中共党员＝１）及收入等级。需说明的是，
选择一般信任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诸多研究表明，个体在社会化中形成的一般信任会自

然而然地扩展到政治信任等制度信任领域。〔３２〕

（三）统计方法

本研究首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次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初步分析了诉讼经历对居民司法

信任的影响。但传统回归分析可能存在选择性误差问题。选择性误差源于个体进入某个

组别的不同概率。比如本研究中，居民是否选择“打官司”可能受到法律知识的影响，而

法律知识也可能同时制约他们的司法信任。如果不处理此类选择性误差，则可能导致回

归结果的有偏性。根据一些学者的建议，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法来处理潜在的选择性

误差问题。〔３３〕 倾向值（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是指个体进入某个组别（诉讼经历者或非诉讼经
历者）的概率，这个概率是通过某些可能产生混淆效果的变量预测得来的。该方法的基

本逻辑在于，将特定组别中的个人与另外一个或多个来自另外组别的个人进行配对，配对

的依据是他们的倾向值得分相等或相似。由于选择性误差是指个体进入特定组别的概率

差异，因此匹配过程已尽可能地处理了选择性误差。〔３４〕 本研究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为目前

较流行的ｓｔａｔａ软件（ｓｔａｔａ１３．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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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申阳、［美］马克·Ｗ．弗雷泽著：《倾向值匹配分析：统计方法与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９－
１２页。
参见胡安宁：《倾向值匹配与因果推论：方法论述评》，《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２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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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信息

总样本 诉讼经历者 非诉讼经历者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司法信任 ３．９７４ ０．７８７ ３．５４０ １．１３９ ３．９９１ ０．７６４

程序正义

　平等对待 ３．５３３ １．１５４ ３．３１０ １．２８８ ３．５４２ １．１４８

　审判独立 ２．６９８ １．０９４ ２．２９９ １．１５２ ２．７１４ １．０８８

　审判效率 ２．９４５ １．１１９ ２．４８３ １．０８８ ２．９６４ １．１１６

社会文化

　关系取向 ３．１１４ １．１４９ ３．３１０ １．２３２ ３．１０７ １．１４５

　无讼取向 ３．０２５ １．１８５ ３．０１１ １．２４４ ３．０２５ １．１８３

性别（男＝１） ０．５０９ ０．５００ ０．６２１ ０．４８８ ０．５０４ ０．５００

年龄 ４０．２６５ １４．４４０ ４５．４０２ １３．１２１ ４０．０５７ １４．４５５

教育水平 ４．１８５ １．１３４ ４．０９２ １．０５２ ４．１８９ １．１３７

中共党员（是＝１） ０．１５２ ０．３５９ ０．３１０ ０．４６５ ０．１４５ ０．３５３

收入等级 ２．３９１ ０．７３７ ２．２７６ ０．８３１ ２．３９６ ０．７３３

一般信任 ２．１８９ ０．９４２ ２．０８０ ０．９１８ ２．１９４ ０．９４３

法律知识 ３．２７９ ０．９７２ ３．７９３ ０．８２３ ３．２５８ ０．９７２

法律工作亲友（有＝１） ０．０７０ ０．２５５ ０．１６１ ０．３７０ ０．０６６ ０．２４８

司法普法关注 ３．３０５ １．１５４ ３．５０６ １．１６０ ３．２９７ １．１５３

四　主要研究发现

（一）诉讼经历与司法信任

１．描述性发现

为详细地考察城市居民的司法信任特征，我们对因变量构建了２个测量指标：一是取

值在１至５分之间的定距变量。但仅使用均值会掩盖司法信任状况的差异性，因而我们
对题项进行重新归类，将“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归为高信任度，而“不确定”及以下选

项归为低信任度。然后比较有诉讼经历者与没有诉讼经历者对各级法院的信任度比例状

况，并对诉讼经历与司法信任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卡方检验。具体结果见表２。
针对表２数据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总体上而言，受访者具有较高的司法信任。一方面，无论是诉讼经历者还是非

诉讼经历者，他们对各级法院的“高信任度”比例都大于“低信任度”。另一方面，从平均

数来看，最高的司法信任均值为４．２５分，最低均值为３．５４分，都处于１至５分之间的中
上水平。

第二，受访者的司法信任并未完全呈现出类似于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序”和“央强地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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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特征，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对最高人民法院的信任度基本相同，都处于较高水

平；但是，对基层法院信任的确处于最低水平。这一结果既表明当前基层法院面临着相对

严重的信任危机，也意味着司法信任成了一种与政治信任有所差别的制度信任。故需对

司法信任的生成机制开展更多的专题研究，而不仅限于将其作为政治信任的测量维度

之一。

表２　两类群体对各级法院的信任度比较

法院层级 诉讼经历
信任度（％）

高信任度 低信任度

平均值

（标准差）
Ｐｅａｒｓｏｎｘ２值

最高法院
有 ７８．１６ ２１．８４ ３．８７（０．１２）

无 ９２．２８ ７．７２ ４．２５（０．６９）
３９．４０

上海高院
有 ８１．６１ １８．３９ ３．９９（１．０１）

无 ９２．６０ ７．４０ ４．２５（０．６９）
３０．９２

上海中院
有 ８１．６１ １８．３９ ３．８７（１．０１）

无 ９２．０４ ７．９６ ４．１９（０．６８）
４３．１０

基层法院
有 ６７．８２ ３２．１８ ３．５４（１．１４）

无 ８６．６９ １３．３１ ３．９９（０．７７）
６７．７２

第三，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显著低于非诉讼经历者。在信任度比例上，诉讼经历者

的“低信任度”比例远高于非诉讼经历者。尤其是对基层区县法院而言，诉讼经历者的

“低信任度”比例达到了３２．１８％。同时，卡方检验显示诉讼经历者对各级法院的信任度
均值都显著低于非诉讼经历者。结果初步支持了假设１。

此外，我们还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了诉讼经历者与非诉讼经历者的主观程序正

义及社会文化观念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结果显示，非诉讼经历者在平等对待、审判独

立和审判效率三个变量上的取值显著低于非诉讼经历者，差值分别达到０．２３、０．４２和
０．４８，显著性水平都小于０．０５。不过，两类居民在关系取向和无讼取向方面并无显著差
异。这一结果表明，程序正义变量对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影响可能强于社会文化变量。

２．基于多元回归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的因变量司法信任是定序变量。目前较多相关研究把此类定序变量当作定距

变量来处理，即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但这种做法不够严谨，因为严格来说多元线性回

归的因变量要求是定距变量。针对定序变量更流行的做法是建立次序逻辑斯蒂模型

（ｏｒｄｉｎａ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简称Ｏｌｏｇｉｔ）。基于此，本研究同时呈现了多元线性回归和次序
逻辑斯蒂回归的分析结果。从表３可以看出，多元线性回归（ＯＬＳ）与次序逻辑斯蒂回归
（Ｏｌｏｇｉｔ）结果一致显示，“打官司”显著降低了受访者的司法信任。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为例，其他条件一致情况下，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较之非诉讼经历者降低约４５．４％。
Ｏｌｏｇｉｔ模型结果与此相似。初步的回归分析结果支持了假设１。

在表３的控制变量中，居民的一般信任以及司法普法关注与他们的司法信任在０．００１
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法律工作亲友的影响在ＯＬＳ模型中不显著，但是，在Ｏｌｏｇｉｔ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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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此外，法律知识和社会人口学变量与司法信任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

尤其是，具有较高法律知识的受访者并未表现出更高的司法信任，这可能与常识并不

一致。

表３　诉讼经历与司法信任

模型１（ＯＬＳ） 模型２（Ｏｌｏｇｉｔ）

诉讼经历（有＝１） －０．４５４（０．０８５） －１．０３４（０．２３８）

性别（男＝１） －０．０５１（０．０３３） －０．１１１（０．０８９）

年龄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４）

教育水平 ０．００１（０．０１８） ０．０３６（０．０４９）

收入等级 ０．０５２（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０．０６３）

中共党员（是＝１） ０．０８８（０．０４８） ０．２６６（０．１３０）

一般信任 ０．０９７（０．０１７） ０．２５０（０．０４７）

法律知识 ０．０１２（０．０１８） ０．０３６（０．０４８）

司法普法关注 ０．０８３（０．０１５） ０．２５８（０．０４１）

法律工作亲友（有＝１） －０．１４５（０．０６５） －０．３５４（０．１７４）

截距／ＬＲＣｈｉ（２） ３．３４４（０．１２８） １２７．０３

Ｒ２／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８

样本量 ２２４０ ２２４０

注：（１）因变量为基层司法信任；（２）效果系数（标准误）：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３．基于匹配样本的进一步分析

如前文所述，传统回归分析可能存在选择性误差问题。接下来我们采用倾向值匹配

法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为筛选匹配样本，本研究首先估算了居民选择“打官司”

的倾向值得分。估算过程是以诉讼决策（是 ＝１；否 ＝０）为因变量，以表３中所有的控制
变量为预测变量拟合一个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从表４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一致
的情况下，性别和政治面貌对打官司具有积极效果。相对女性和非中共党员居民而言，男

性和中共党员更可能选择打官司。年龄、教育水平和收入等级对是否偏好诉讼无显著

影响。

本研究尤其关注法律工作亲友（有 ＝１）、司法普法关注和法律知识对居民打官司选
择的影响。从表４可以看出，有法律工作亲友和法律知识能够显著增加受访者“打官司”
的选择概率，而司法普法关注的影响不显著。换言之，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拥有法律

工作亲友和较高法律知识的居民更倾向于将纠纷诉诸法律途径。依据一些学者所提出的

经验标准，这个模型的虚拟Ｒ２达到了并不低的８．０８％，〔３５〕因此可以认为模型中所考虑到
变量对个体是否作出诉讼决策具有一定的预测力。

通过平衡性检验是运用倾向值匹配法之前提，该检验要求匹配后混淆变量在处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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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组之间无系统差异。〔３６〕 在匹配方式上，我们选用了邻近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

结果显示，三种匹配方式都通过了平衡性检验。从表５可以看出，匹配前有诉讼经历者和
没有诉讼经历者在倾向值的预测变量上存在着显著差异，然而，在匹配后各组之间差异的显

著性则全部消失。同时，匹配后，性别、政治面貌、司法机关普法关注、法律工作亲友和法律

知识等预测变量的标准偏误明显减小，且大部分小于１０％。相对而言，半径匹配效果更好。

表４　是否选择打官司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预测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Ｚ值

性别（男＝１） ０．１７７ ０．１０４ １．７０

年龄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１．８５

教育水平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８ －１．０５

收入等级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２ －１．２９

中共党员（是＝１） ０．３０１ ０．１３０ ２．３１

一般信任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７ －１．２１

法律知识 ０．２７９ ０．０６４ ４．３４

司法普法关注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７ ０．５４

法律工作亲友（有＝１） ０．３８０ ０．１６１ ２．３５

截距 －２．７４８ ０．４４０ －６．２５

样本量 ２２４０

对数似然值（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３８．１８４

虚拟Ｒ２ ８．０８％

注：（１）因变量是作为两分变量的诉讼决策；（２）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模型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是

对数似然值，它包含了一些有关模型收敛好坏的信息；（３）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５　处理组与控制组平衡性检验结果

诉讼经历者—非诉讼经历者

匹配前ＳＢ（ｔ） 邻近匹配ＳＢ（ｔ） 核匹配ＳＢ（ｔ） 半径匹配ＳＢ（ｔ）

性别 ０．２３５（２．１３） －０．００８（－０．０５） ０．０８２（０．５４） －０．００５（－０．０３）

年龄 ０．３８７（３．３９） －０．０６２（－０．４１） ０．１３５（０．８８） －０．０２８（－０．１９）

教育水平 －０．０８９（－０．７８） ０．１２２（０．８１） －０．０１５（－０．１０） ０．０３４（０．２２）

收入等级 －０．１５３（－１．４９） ０．０３４（０．２３） －０．０７６（－０．５０） －０．０６４（－０．４３）

政治面貌 ０．４００（４．２２） ０．０４６（０．２７） ０．０９６（０．５７） －０．０７２（－０．４１）

一般信任 －０．１２２（－１．１０） ０．０９１（０．６２） －０．０５９（－０．４０） ０．００１（０．０１）

法律知识 ０．５９４（５．０７） ０．０６４（０．４７） ０．２４３（１．６９） ０．０７３（０．５３）

司法普法关注 ０．１８１（１．６６） ０．０１７（０．１１） ０．０５２（０．３４） －０．０１２（－０．０８）

法律工作亲友 ０．３０２（３．４２） ０．０２４（０．１４） ０．０５８（０．３３） －０．０４６（－０．２６）

注：（１）ＳＢ表示标准化偏差（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ｂｉａｓ），ｔ表示 ｔ检验；（２）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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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６可以看出，在三种匹配方式所筛选的样本中，诉讼经历对受访者的司法信任的
因果关系系数或“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基本一致。半径匹配与核匹配的因果关系系数
为－０．４６，略高于邻近匹配。对比表３可以发现，基于匹配样本的系数估计与多元线性回
归结果基本一致，即诉讼经历显著弱化了居民的司法信任。

表６　不同匹配方式的ＡＴＴ估计结果

诉讼经历者 非诉讼经历者 因果关系系数（ＡＴＴ） 标准误 Ｔ值

邻近匹配 ８７ ２１３０ －０．３５６ ０．１４７ －２．４２

半径匹配 ８６ ２１１２ －０．４５９ ０．１２６ －３．６５

核匹配 ８７ ２１３０ －０．４５８ ０．１２４ －３．７０

注：（１）本研究中倾向值匹配主要是用没有诉讼经历的个体去匹配有过诉讼经历的个体，从而处理可能

存在的选择性误差问题，因此这里的因果关系系数即“受到诉讼经历影响的个体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ｅｄ，简写为ＡＴＴ）；（２）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二）诉讼经历者与非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

１．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制约机制

从表７模型１可以看出，平等对待与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显著正相关。在其他条
件一致的情况下，平等对待每增加１个单位，受访者的司法信任增加约４７％。不过，审判
独立和审判效率对司法信任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Ｒ２达到３８％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因此假设２ａ获得支持，而假设２ｂ与２ｃ未获得验证。模型２显示，关系文化与受访者的
司法信任显著负相关，但无讼取向的相关系数不显著。结果支持了假设３ａ，但假设３ｂ未
获得支持。模型１、模型２及模型３中控制变量对司法信任并无显著影响。

表７　两类居民的司法信任生成机制比较（ＯＬＳ）

诉讼经历者 非诉讼经历者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性别（男＝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５

年龄 ０．１８１ ０．１６１ ０．１９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教育水平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８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收入等级 ０．１１８ ０．０８５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中共党员（是＝１） ０．０２５ ０．１１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一般信任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４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５ ０．１０６

法律知识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司法普法关注 ０．２１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６２ ０．１１６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８

法律工作亲友（有＝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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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诉讼经历者 非诉讼经历者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程序正义

　平等对待 ０．４６６ ０．４４０ ０．１８７ ０．１７４

　审判独立 ０．１２９ ０．０８７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９

　审判效率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１

社会文化

　关系取向 －０．３７２ －０．２４３ －０．２０２ －０．１１６

　无讼取向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Ｒ２ ０．３８３ ０．２４４ ０．４２２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４ ０．１２５

样本量 ８６ ８６ ８６ ２１１２ ２１１２ ２１１２

注：（１）表中为基于半径匹配样本的分析结果；（２）标准回归系数：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总体来说，程序正义与社会文化同时制约了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但以下三点需要

强调：第一，从标准回归系数比较来看，平等对待对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的影响效果最

大，关系文化次之。这一结果表明，程序正义比社会文化更能制约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

任。第二，在三种程序正义因素中，诉讼经历者最关心的是法院能否平等对待自己，而审

判独立与审判效率对其司法信任的影响甚微。第三，表７模型３表明，当把程序正义与社
会文化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后，关系文化对司法信任的影响效果及显著性水平明显降低。

这意味着，关系文化还可能通过影响诉讼经历者的主观程序正义而间接地作用于他们的

司法信任，即关系取向严重的个体更倾向于怀疑审判的程序正义，从而呈现出更低的司法

信任。

２．诉讼经历者与其他居民的司法信任生成机制比较

为进一步提供诉讼经历影响司法信任的经验依据，并突出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制

约因素的特殊性，接下来我们比较了诉讼经历者与非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影响机制。

从表７可以看出，诉讼经历者与非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存在着明显差异。
首先，三种程序正义因素都显著制约着没有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而有诉讼经历者的司

法信任仅与平等对待相关。其次，虽然关系文化也与有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显著相关，

但其标准回归系数远低于平等对待（模型３）。相反，从模型６可以看出，对没有诉讼经历
者而言，文化变量与程序正义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并无明显差异。最后，控制变量与诉讼

经历者的司法信任并不相关；而控制变量中一般信任、司法普法关注及法律工作亲友显著

地制约着非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其中，一般信任和司法普法关注与非诉讼经历者的

司法信任正相关，而拥有法律工作亲友则负相关。总之，程序正义与社会文化能较好地解

释受访者的司法信任，但不同变量在诉讼经历者与非诉讼经历者之间存在效果差异（详

见图１）。因此，我们不能用一般的司法信任理论来解释有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而是需
要给予诉讼经历者特别的理论关照，通过专题性研究去探求提升其司法信任的具体策略。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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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诉讼经历者与非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生成机制

五　结论及其经验意义

执行难、涉诉上访及辱骂殴打法官等现象的多发态势反映出我国诉讼经历者的司法

信任亟待提高。探究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制约因素及其应对策略是当代中国法社会学的重

要使命之一。不过，国内学者对该主题的专题性实证研究仍比较罕见。利用调查数据考

察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成因，既是对现有信任理论的补充，也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改革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依据。

基于倾向值匹配法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居民中的诉讼经历者比其他居民具有

更低的司法信任。结合生活经验来看，其他城市或地区或许也存在相似情况。进一步分

析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成因发现：首先，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仅与审判的平等对待显

著正相关，而与审判独立及审判效率无显著相关性。也就是说，当事人司法信任不足的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法院的平等对待体验偏低，而非因为审判独立和审判效率等因素。

其次，关系文化对当事人的司法信任具有弱化效果。关系取向明显的个体更倾向于不相

信或怀疑审判的“平等对待”，从而呈现出更低的司法信任。该发现可以解释同一社区中

居民的司法信任何以存在差异，从而拓展了司法信任的“制度论”。最后，诉讼经历者与

非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机制存在明显差异。除了平等对待与关系文化，本研究所关注

的其他因素与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无显著相关性；但非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不仅与

模型中的程序正义及社会文化变量显著相关，也受制于一般信任、法律工作亲友及司法普

法关注等因素。总之，无论是诉讼经历者还是非诉讼经历者，他们的司法信任同时受到了

程序正义和社会文化制约，不过在具体的影响变量上有所不同。因此，这个研究可以给我

们很好的启发。

第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积极提升当事人的“平等对待”体验。对当

事人而言，程序正义中的平等对待较审判独立与审判效率更能决定其司法信任。因此，法

院可以提高服务意识，着力提升当事人对裁判中立性或平等性的主观体验，努力实现让人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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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二，利用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做足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宣传工作可有效提升司法信

任。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关系文化等传统观念也弱化了居民的司法信任。关系取

向增加了居民对司法不公的误解。破解此类误解可以采取两方面应对措施：一是增强司

法透明度，让审判程序在阳光下运行；二是增加司法公正宣传。当前社会报道更倾向于曝

光一些有关司法不公的信息，负面报道和关系文化等相结合会抑制居民的司法信任，因而

需要对类似的社会化过程进行积极干预。发达的媒体无疑为宣传司法公开提供了便捷高

效的新平台。

第三，提升司法信任还需要立法或司法解释工作在整体上积极谋求“程序正义”。当

前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倾向。尤其是认为只要能合理分配实

体权利义务就可以忽视正当程序的“程序工具论”较为盛行。但研究发现，无论是诉讼经

历者还是非诉讼经历者，程序正义都已成为制约其司法信任的现实因素。增加法律的形

式正义将成为提升司法权威的有效途径之一。

［本文为作者参与的 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师范大学“城市社会学”文科创新团队项目
（３０１ＡＣ７０３１１９００４２２８）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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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经历与城市居民的司法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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